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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 
改革的组织领导初探 *

★ 颜 慧

摘要：坚强的组织领导，是有序推进改革、有力落实改革的重要保证。在 20 世纪 50 年代

人民解放军这场“大破大立”“疾风暴雨”式的改革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改革的

组织领导，并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成立专项改革组织机构，科学论证改革方案，以

制度建设巩固改革成果，有力保证了改革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20 世纪 50 年代 人民解放军 改革 组织领导

中图分类号：E2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19）06-0053-04

20 世纪 50 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建设的第一个时期，军队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

转变，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一时期，人民军队在编制体制、法规制度、军事训练、政治

工作、后勤保障、武器装备建设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深刻变革，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在

人民军队历史上前所未有。在这场“大破大立”“疾风暴雨”式的改革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采取了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举措，成立专项改革组织机构，科学论证改革方案，以制度建设巩固改革成果，

有力保证了改革的顺利实施。

一、成立专项改革组织机构

军队改革主要依靠专门的组织机构进行具体的组织和实施。20 世纪 50 年代人民解放军改革涉及的

范围广、情况复杂、面临的棘手问题很多，必须要有专门的组织机构，专司改革的筹划设计、实施推进

和监督落实。出于这些考虑，1952 年 11 月 13 日军委例会决定由聂荣臻担任军衔实施委员会主任、兵役

法委员会主任，黄克诚担任薪金委员会主任。当时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给这些即将

成立的领导机构提出基本要求：“属于各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应由各单位自己做主认真办理，不要

把自己业务中的许多小问题都拿来请示。”“但有关全面的、牵涉很广的问题，一定要事先请示，这样

才能做到分工负责，增强各级的责任感。”a

为了准备兵役制度改革，1952 年 10 月，在军委人民武装部成立了兵役法研究室。该室在苏联顾问

帮助下，研究了包括苏联、日本、美国、法国、德国以及国民党的兵役法制度，为《兵役法》的制定奠

定了理论基础。11 月 25 日，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粟裕、黄克诚等 12 人为委员的“军委兵役法研究委

员会”。经过 5 个月的努力，《兵役法》起草的理论准备已经初步完成。1953 年 3 月 23 日，正式成立

兵役法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张宗逊、徐立清、王宗槐、孙仪之、刘道生、吴法宪、李天焕、

王尚荣、苏静、萧克、傅秋涛、萧向荣任委员。此后，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拟定了《兵役法》草案。

* 本文系全军军事类研究生资助课题“20 世纪 50 年代我军改革若干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JY541。

［作者简介］颜慧，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a 王焰：《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5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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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兵役制度改革一样，军衔制改革涉及面也很广，关系干部的切身利益。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和慎重。

1953年 2月 17日，正式成立军衔实施工作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萧华为副主任，委员有张宗逊、

萧劲光、刘亚楼、杨立三、赖传珠、徐立清、苏静、孔石泉。军衔实施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对实

行军衔制度中涉及的诸多政策和原则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在统一计划下进行准备

工作；组织研究全军高级干部的军衔等级，统一全军军衔标准，并督促检查各级军衔评定工作。3月 7日，

在军衔实施委员会之下，成立了军衔审查研究组，负责军衔制度的具体工作，由曹广化、王宗槐、孔石泉、

袁子钦、王文轩等 9人组成，曹广化任组长，孔石泉任副组长。为“公平、合理”地评定全军官兵的军衔，

军衔实施工作委员会做了大量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三大制度改革中，薪金制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具体问题，但实质是一个容易引起意见的大问题。如

果标准定得不合适，不仅不能激发广大官兵的工作积极性，甚至可能会诱发各种矛盾。1953年 3月 23日，

毛泽东签署命令，成立军委薪金委员会，任命黄克诚为主任，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薪金制的研究。a

薪金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专门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最终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

行办法》。这个文件成为人民解放军薪金制改革的法律依据。

实践证明，通过成立军衔实施委员会、兵役法委员会、薪金委员会等相关领导机构，改革方案得以

具体落实。这些业务领导机构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相互协调，做到了统筹指导、分工明确、职责分明。

二、科学论证改革方案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20世纪 50年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军队改革任务，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靠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妥善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1953 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军队总员额裁减至 350 万人，并指定黄克诚负责具体的改革方

案。黄克诚受命后，随即在总参谋部部长会议上传达了军委决定，并责成军务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初步方案。黄克诚认为，“精简员额的分配，特别是编制的确定，是一项严肃、科学且政策性很强的

工作，一定要做深、做细”b。他多次组织总参有关部门开会，听取意见，研究落实中央军委改革指示。

军务部的初步方案制定后，中央军委多次组织讨论、修改，再发各军区、军兵种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

最终形成了军委高干会上的《关于组织编制问题的报告》。

在随后的军队裁减过程中，涉及少数民族武装等政策性很强的难题。当时，云南军区保山区和德宏

傣族景颇族自治区武装力量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加强边防工作、防止青年外逃而组建的一支民族武装，

至 1953 年已有 3500 多人。这支武装在组织边境少数民族青壮年教育、防止向缅境逃跑、支持地方政府

工作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中人员成分复杂、混进不少不法分子，甚至还发生过成建制暴乱事件，

纪律性很差，缺乏战斗力。当时的西南军区准备将这支武装撤销，为慎重起见，中央军委召集中央民族

委员会、三总部有关部门领导开会研究，听取云南军区的汇报，还在会前电话征求了中共西南局、西南

军区和云南省委的意见。最后综合多方面情况决定将这支武装暂予保留，但不再发展、不穿军装，归云

南军区领导，并由地方党委调配得力干部进行群众工作和政治工作。

经过两年的精简整编，到 1955 年底，军队总员额为 333 万人，其中陆军步兵精简力度最大，陆军各

特种兵和海、空军、防空军则都相应扩大，“已经基本上奠定了现代军队的组织基础”c。但是，在深

入部队基层调研后，发现当时军队编组仍然不太合理，非作战部队编制太多，再加上临时组织的训练班

队和办公室占去正式编制的名额，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更妨碍正常工作秩序的建立。“特别是某些机关

a 参见黄玉章、程明群、王亚民：《军队建设大辞典》，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 年，第 770 页。在相关领导人的回忆录、

传记、年谱中，都没有提到薪金委员会的具体成员。目前也没有相关的档案材料公开。

b 《黄克诚传》编写组：《黄克诚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年，第 436～ 437 页。

c 《黄克诚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年，第 6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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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层次繁多，而工作量很小，以致存在积压干部和人浮于事的现象”a。

彭德怀认为，军队的组织编制，应当根据战略任务、国家条件和敌人情况，加以综合研究制定。b

他认为，现代战争下军队的组织编制必须适应国家的工业水平和装备水平。具体来说，就是一个陆军师

可以防御美军一个陆战师的水平；一个军能在航空火力支援下歼灭美军一个师的水平。因此新的编制体

制改革应该多保留军部，一个军要具备指挥 4—5 个师作战的指挥、通信条件。c

根据彭德怀建议，黄克诚等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 1956 年 3 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拟制

军队组织编制的基本要求：要从全军利益出发，不要过分强调自己部门的重要性，而不断提出组织编制

的要求；要从经常工作量出发，而不是从临时任务出发来考虑组织编制问题；机关编制要精干有力，要

发挥干部潜力、提高工作效率；全军组织编制工作必须由总参谋部切实统一掌握，任何部门不得直接批

准增加单位和人员。d张爱萍晚年也回忆，这次精简整编“不是零敲碎打，而是要从根本上涉及，把战

时编制转为平时编制，做到平战结合”e。他一直坚持：作战决定编制，“搞编制的人，包括搞装备的，

一定是要懂作战、懂训练的。只有把作战研究透了，才能去谈编制，去谈装备”f，“精简整编必须服

从对战争状态和作战指导的宏观预测。”g

在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军队总员额裁减至 250 万人，并再次

责成黄克诚主持拟制精简整编方案。10 月，中央军委召开参加中共八大的军队代表座谈会，针对机构的

调整合并、部队编组、院校撤并和编余人员安排等问题进行座谈。此后，黄克诚和陈赓又多次召集各总部、

各军兵种领导人进行座谈，然后又分为 5 个小组就统率机构和军兵种区分、军区划分、院校调整等问题

进行讨论，提出了具体的精简改革方案，在此基础上，由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进行综合整理。

1957 年军委扩大会议决定继续裁减军队总员额，中央军委随即组织相关部门深入部队展开调研。在

调查部队编制情况时，发现海防守岛部队编制不统一，给部队作战指挥和训练、后勤补给都带来不便。

中央军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最终统一了海防守岛部队的编制。中央军委对于老

兵复员问题也十分慎重。按照最初的安置计划，1957 年老兵复员总额为 65 万人，但为实现军队总员额

减至 250 万，须追加裁减老兵 15 万人。负责精简方案的黄克诚认为，这个数字有点偏高。他分析，复

员对象大多是 1953 年前入伍的老志愿兵，他们对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习惯了军队生活，“现在要结

束军人生活，特别是回到农村生产中去，这是一个急剧的变化，感情上、家庭生活上的问题，回家怎么

办的问题，都是摆到他们面前的实际问题”h。深入进行思想教育需要一定时间，安排好他们的工作和

生活也需要时间。考虑到可能遇到的困难，中央军委根据黄克诚等人的提议研究决定，将春季复员人员

由 80 万改为 60 万。尽管如此，当复员安置数目下发后，仍然出现多数老兵不愿离队的情况。当时，有

8 个省委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担心矛盾激化，要求推迟处理。3 月 7 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全军

1957 年底总员额减少至 320 万的时间向后推迟，继续深入细致地做好老兵退伍工作。6 月，中央军委发

出《关于改进兵役工作的指示》，对复员军人的安置、管理、训练提出了明确要求。

a 《黄克诚军事文选》，第 612 页。

b 参见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529 页。

c 参见《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 531～ 532 页。

d 参见《黄克诚军事文选》，第 613 页。

e 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三联书店，2013 年，第 299 页。

f 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 300 页。

g 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 301 页。

h 《黄克诚传》编写组：《黄克诚传》，第 4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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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制度建设巩固改革成果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法规制度建设。据统计，1949—1953 年，人民解放军制定的军事法规、

法律仅有 2 件，但在 1954—1958 年间，就达 10 件之多。a这些法规制度，既是改革的具体内容，也保证

了各项改革有序推进、有力落实。

1953 年底的军委高干会为军队改革设计了一幅宏伟的规划蓝图，但“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实

现“建设世界上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改革目标，不仅需要周密细致的部署，更需要用制度来落实、

巩固改革成果。如关于军队总员额、退役军人安置、总部体制、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颁

发勋章奖章问题等等。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着眼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总要求，系统、

正规、科学地制定相关法规制度，通过制度建设巩固改革成果。

编制体制的调整改革是 20 世纪 50 年代人民军队改革的重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仍然延续

革命战争时期的编制体制。1950 年和 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别批准颁布了《国

防军陆军部队军暂行编制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区暂行编制表》，全国各级军区和陆军各军据

此统一了编制。这是人民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实行了全军编制统一。1953 年，中央军委重新颁布了陆军

军和步兵师的编制表，军增加了炮兵、高射炮兵部队和通信兵分队，师增编坦克兵、炮兵和防化兵分队。

至此，陆军部队初步完成了体制编制的统一。在 1953 年底 1954 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

会议上，聂荣臻作了《关于组织编制问题的报告》以及《关于组织编制问题的总结》两个报告，为即将

开始的精简整编确定了军队总员额，明确了军委、总部、军区间的领导关系，强调军队编制必须定额、

定型、定员，且规定了编制的审批权限。这些问题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为编制体制改革提供了法律

保障。

1954 年的国家军事领导体制改革，取消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意味着在国家层面

没有最高军事领导机构。9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党领导下的最高

军事领导机关，并以决议的形式将这种体制改革成果巩固下来。在总部体制改革过程中，最初学习苏军

的八总部体制，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这种体制导致机构庞大、部门重叠、职责不清。经过深入地调

查分析，1958 年，中央军委通过《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将八总部体制调整恢复为三总

部体制。同时，颁发军区领导机关编制表，对军种、军区领导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制定一系列法规，

通过制度定型了军队的组织编制，改革成果得以进一步巩固。

1954年 11月 9日，国防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1955年 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

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2 月，又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

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条例》。7 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将志愿兵役制

改为义务兵役制。同年，成立条令编修委员会，对 1953 年颁发的三大条令草案进行修改，并于 1958 年

正式颁布全军执行。三大制度和共同条令的颁布实行，使得人民解放军的教育训练、生活秩序等逐步走

向制度化、规范化，人民军队焕发出勃勃生机，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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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见张艳：《新中国军事立法历史分期研究述评》，《军事历史》2013 年第 3 期。


